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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式社会”
———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

张继焦

摘　要：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为什么中国可以快速发展起来。由此，我们思考了几个

相关的问题：中国经济崛起与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有什么关系？政府与企业在其中起到了

什么样的作用？尽管中国未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 “运动

员”和取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充当 “裁判员”的角色。但是，通过对 “地方”和 “企业”两

类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过去３０多年中国经济崛起的推动力和发展方式之一

是：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在属地经济和 “官本位”体制下，地方政府与

当地企业的关系依然是原有的 “庇护”与 “被庇护”伞式关系。在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在

大大小小的各种庇护伞状结构下，当地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 “伞式社会”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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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３０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其中，２０１０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由此，我们提出几个相关的基本问题：中

国经济崛起与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有什么

关系？政府与企业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理论准备和分析框架

（一）理论准备与研究范式

第一，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主要观点和争论。

在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发生变革之前，支配

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社会主义的研究思路主要

有两种研究范式———极权主义范式①和现代化范

式。② 然而，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和前苏

联、东欧转型的现实，这两种范式显然都没有足

够的解释力。１９８９年，倪志伟 （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在

《美国社会学评论》 （１０月号）上发表的 “市场

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

渡”③ 一文，提出了著名的 “市场转型理论”。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

范式。④ 此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者对中国市场

转型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探讨。譬如，戴慕珍

（Ｊｅａｎ　Ｏｉ）提出了 “地方法团主义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理 论、⑤ 魏 昂 德 （Ａｎｄｒ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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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ｗ　Ｇ．Ｗａｌｄｅｒ在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中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
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
义的、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
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
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参见 ［美］Ａｎｄｒｅｗ　Ｇ．Ｗａｌｄｅｒ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对于现代化范式，主要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
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
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４，１９８９．
此研究范式弥补了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２０世纪早期倡导的
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 “新制度主义范式”。
她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这种政府与经济结合的新
制度形式，我称之为地方法团主义……我所说的地方法团主义是指一个地方政府协调其辖区内各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
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参阅Ｏｉ，Ｊｅａｎ，“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１，１９９２；“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Ｄｅｃ．，ｖｏｌ．１４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５，ｐｐ．１１３２～１１４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ｄｅｒ（ｅｄｓ．），Ｚｏｕ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ｉｎ　Ｊｅａｎ　Ｃ．Ｏｉ，（ｅｄｓ．），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ｋｅｓ　Ｏｆ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Ｇ．Ｗａｌｄｅｒ）形成了 “政府即厂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的理论、① 林南
（Ｎａｎ　Ｌｉｎ）提出了 “地方市场社会主义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理论②等。在中国学界，洪

银兴和曹勇对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的作用进行了

全面的分析。③ 杨瑞龙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

地方政府在转型期的特殊功能和角色。④ 张继焦

探讨了经济文化类型从 “原生态型”到 “市场

型”的转变。⑤

第二，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研究。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时，于

１９４８年提出了 “差序格局”理论。⑥ 中国传统农

村社会可以简称为 “差序格局”社会。这一理论

也是中国内外学者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理

论。笔者曾经在１０年前，试图将 “差序格局”

理论从 “农村版”发展为 “城市版”。⑦

与费孝通类似，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

１９６７年发表的 《纵式社会中的人们关系》，⑧ 是

一本用新颖独特的方法研究日本社会结构的著

作，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日本社会可以简称为
“纵式社会”。在当时，“纵式社会”理论不但成

为人们广泛谈论的话题，而且成为研究者对本国

社会进行重新分析的一面镜子，激发起日本国内

外学者的研究热情。

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

转型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

关系？李培林先生早在２２年之前，于１９９２年就

提出了 “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 “另一只看

不见的手”理论。李培林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

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乡村社

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

放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变动

弹性。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伦理、

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上的利益格局和运行机制等

在发生结构性变动时，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潜在

的力量。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

期，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除了

一只有形之手———国家干预和一只无形之手———

市场调节之外，还存在着第三只手，那就是另一

只看不见的手———中国 “社会结构转型”。这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推动着社会发展，而

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产

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⑨ 这

一理论命题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在西方十分盛行

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解释模式的束缚，建立起一种

新的解释框架，以说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

经济成长的过程。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有

很多影响。瑏瑠

（二）研究假设和分析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提高到 “决定性”的高度，充分显示出今后

主要由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 “运动员”，政府则

主要充当 “裁判员”的角色，从而厘清了政府与

市场的行为边界。瑏瑡 这是中国未来 “全面深化改

革”的目标和方向。但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仍然是：在所有制结构

上，以公有制 （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

济）为主体，外资、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这种属地经济体制中，中国各级政府的

“官本位”不仅作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者，

而且在现行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中得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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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研究源于对科尔奈的研究的反思和深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
关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参阅 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２，１９９５，ｐｐ．２６８～２６９．
“地方”指的是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 （社会网络是其轴心），“市场”指的是经济系统的变化 （市场机制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意
指不远的过去所留下的政治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为其核心）。参阅Ｌｉｎ，Ｎａｎ，“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１９９５．
洪银兴，曹　勇：《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功能》，《经济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张继焦：《经济文化类型：从 “原生态型”到 “市场型”———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思想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差序格局”理论的要义是：人们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
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参阅费孝通 《乡土中国》初版本，上海：上海观察社，１９４８
年。
张继焦：《差序格局：从 “乡村版”到 “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２００４第６期。
中根千枝认为，日本社会的特征是纵向式的人际社会关系，就是一种居于一定的场所、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上下关系为主的社会
关系。参阅 ［日］中根千枝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　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
李培林关于 “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基本命题主要体现在被称为 “社会结构转型三论”的３篇论文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５期）、《再论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中国社会结
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第１期）。
臧得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思想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全文发布。



化。①

在属地管理、“官本位”和经济主体以国有

企业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系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两者是分离的关系，

还是紧密的关系？如果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关系，

又是什么样的紧密关系类型？

基于波兰尼的三种经济类型、② 倪志伟等的
“市场转型”理论、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理论

和李培林的 “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我们假设：

在 “市场转型”和 “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中

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发展方向：

第一是 “伞式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

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政治体制改

革滞后，特别是干部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 （即再

分配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

型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
“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在中国

各地经济社会转型中，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

系依然是紧密的 “庇护”与 “被庇护”的伞式关

系，而且，这种 “伞式关系”对当地的资源配置

和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是
“蜂窝式社会”。③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 “伞式社会”的视角，

探讨中国 “市场转型”和 “社会结构转型”。关于
“蜂窝型社会”，将在另外一篇论文进行探讨。

三、从 “地方”和 “企业”两类案例
看中国的 “伞式社会”

为了论证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

“伞式社会”特征，本文选用了 “地方”和 “企

业”两类不同的案例作为论据。因为 “地方”和
“企业”两类案例都可以通过实地调查获得资料，

真实可靠，是实证研究的典型论证材料。

（一）“地方”案例：兴隆华侨农场 “伞式”

关系下的市场转型与旅游业兴起

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市场转型，

对海南兴隆华侨农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兴

隆华侨农场④由计划经济的体制和管理模式转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由计划导向转为市场

导向，由单一经济结构调整为多元经济结构，是

一次值得关注的市场转型。⑤

１．兴隆华侨农场的市场转型：当地旅游业

兴起的影响因素分析

兴隆华侨农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为安

置被迫迁回中国的大批归难侨设立的国有农业企

业。它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国有农业企业的经济

属性，又有难民安置的政治属性；它体现着中国

政府签署 “国际难民公约”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

诺。华侨农场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我们在考

虑华侨农场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时，必须要统筹兼

顾其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两个方面。１９８５年，

中国中央政府 （２６号文）决定对华侨农场进行

经济体制改革。⑥ 总体来看，本着 “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的宗旨，在兴隆华侨农场的各种市场

化改革中，最为主要变革发生在与原有的以种植

业、养殖业为主的农业关系较小的旅游经济，以

免影响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利益格局。

据我们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两次实地调查，

该农场的市场转型，总体上使其从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个初

具规模的农、工、商、旅游综合发展的华侨企

业，其中，最为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是新兴的旅

游业。这也是该农场最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

２００３年该农场的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产值，占

农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０％以上。

从地理上看，在兴隆华侨农场所在地———海

南省万宁市兴隆镇的中心地带，我们可以明显地

区分出两种分别代表传统经济和新兴经济的不同

区域：以太阳河为界，河的西边地域是农场的传

统经济地盘，包括象征农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农

场总部，农场传统生活区的集贸市场、老街道和

商铺、职工居住区等设施；河的东边地域是农场

的新兴经济地盘，以 “兴隆华侨旅游城”为主，

还包括了几个附近的主要景区景点。比如，有占

地６　０００多亩的５４洞康乐园高尔夫球场；有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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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 “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以 “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
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 “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卡尔·波兰尼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在他的名著 《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
经济和互惠经济。参阅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ａｒｌ，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蜂窝式社会”，是指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 （即
普通老百姓）手中；平民老百姓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老百姓就像辛勤的蜜蜂
通过自己的网络关系、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着自己的蜂窝，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自由职业者等不断增多。
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同全国８６个华侨农场一样，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创办的，带有事业性质安置归、难侨的国营华侨农场。１９８５年
前，均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省侨务部门管理，属中央级国有华侨企业，享有县团级建制。１９８５年之后，成为省级国有华侨企业。
笔者是海南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去过兴隆华侨农场，以前曾了解过一些关于这个农场的情况。为了撰写此文，对这个农场的实地
调研有两次，第１次调研在２０１１年５月份，一起去调查的有何琳贻、郭春林；第２次调研在２０１２年８月份，一起去调查的有何琳
贻、郭春林、郭晓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发 〔１９８５〕２６号，简称 “中央２６号文件”。



研、科普、生产、加工、观光和种植资源保护为

一体的兴隆热带植物园；融自然、人文、园艺、

园林与环境生态为一体的兴隆热带花园等景区景

点９家。新兴起的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兴隆

华侨农场 “对外开放”的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

客观上，兴隆华侨农场旅游业的崛起与当地

独具良好的旅游条件有关：交通便利 （地处海南

东部旅游热线的中点，东线高速公路贯穿其境

内）、旖旎的热带风光、盛产可供温泉浴的地热

矿泉、浓香的咖啡、浓郁的侨乡风情、丰富的土

地资源、曾有多位党与国家领导人造访。① 同时

也有形成的名气、国内日益兴旺的旅游需求、外

来的投资需求等原因。

兴隆华侨农场自身的市场化改革努力也不可

忽视。从１９９０年起，兴隆华侨农场把发展旅游

经济作为振兴兴隆华侨农场的方向，建成以旅游

休闲为主体、以健身康乐为内容的兴隆温泉旅游

城，集温泉浴、娱乐、购物、旅游观光为一体。

１９９３年被海南省政府列为华侨旅游度假城胜地，

成为海南旅游知名品牌。目前，“兴隆华侨旅游

城”里，建筑风格各异的宾馆、酒家鳞次栉比，

已开业经营的有５８家 （其中五星级１家，四星

级１１家），接待床位１３　０００多张，年接待国内

外游客约３００万人次，成为海南旅游的一大亮

点。按业内人士的说法，到海南３天以上的旅游

团，其中必有１天入住兴隆华侨农场。

２．农场管理机构的角色转变：从 “代理者”

变成了 “谋利者”

作为一个政企合一的国有企业，是什么动力

促使兴隆华侨农场以旅游经济为主进行市场化改

革的呢？

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的 “庇

护”下，作为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

农场以党政管理为其组织模式，用企业化的方式

经营其土地、房产等资产和管理其职员，以经济

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农场业绩和职员表现的基本标

准；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不惜利用手中的

权力争夺可资利用的资源；以 “将政策用足，打

政策的擦边球”等方式谋求更多的自由政治空

间，以将变通普遍化和常规化作为一种正当的体

制运作方式为自己集团的利益服务。

从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角度

看，农场管理机构以土地和温泉为的开发和经营

为主。在此，我们以农场党政管理机构主导的
“兴隆华侨旅游城”开发为例，说明兴隆旅游经

济的发展情况。②

“兴隆温泉迎宾馆”的前身是兴隆华侨农场

招待所，最初是因为发现温泉而兴建起来的，后

来成为 “兴隆华侨旅游城”的发源地。这家宾馆

与农场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为了接待国内外贵

宾，兴隆华侨农场招待所于１９５９年建成。５０多

年来接待了不少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

基、胡锦涛等，还接待了一些外国元首、大使

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后，该农场利用得

天独厚的旅游和温泉资源，以旅游带动各行业发

展，面貌得以快速改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兴

隆华侨农场将招待所改建成兴隆温泉迎宾馆，一

部分对外开放接待游客，为一家三星级宾馆，拥

有客房２５０多间，年接待能力１８万人次；另一

部分仍保留接待贵宾。比如，兴隆温泉迎宾馆的

一号楼，③ 是接待贵宾的地方。另外，还在附近

的小湖边兴建了一个可容纳几百人同时用餐的大

型水上餐厅。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由于兴隆华侨农场缺乏

启动资金，开始时，以土地入股，与公安部下属

的一家公司，在兴隆温泉迎宾馆的周围，共同开

发了 “康乐园”第一期工程。后来，又通过土地

转让，得到了５００万元。该农场机关干部对此议

论纷纷。农场从５００万中拿出４００万，自己投资

了 “槟榔园”酒店，模仿 “康乐园”的小别墅格

式，盖了６幢，自己管理。后来，有一个老板出

资１　０００万收购了 “槟榔园”酒店。⑤ 杜添江先

生特别指出：“我们这些归侨是从资本主义国家

回来的，了解资本的使用情况。‘槟榔园’既是

用来做个形象，也是用来赚钱。”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兴隆华侨农场也缺乏管

理人才，经过自营的兴隆温泉迎宾馆、向 “康乐

园”学习而经营的 “槟榔园酒店”，农场培养出

了一些酒店管理人才、财务人才；学到了一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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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农场成立６０年来，得到了党与国家领导人很多关怀与支持，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鹏、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先后莅
临。
此部分的资料来源：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８日，对农场原副场长杜添江先生 （印尼难侨子女，７３岁）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之后，在杜先
生陪同下，我们调查组一行４人到实地进行了考察。杜先生１９８９年从兴隆中学调到农场，担任副场长，主管旅游经济，１９９９年退
休。作为农场领导之一，他曾参与 “兴隆华侨旅游城”的规划编制和立项申请工作。
此楼也叫 “元帅楼”，为什么叫 “元帅楼”呢？据说是因为当年为林彪兴建的行宫，但是，林彪没有来享用过。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水上餐厅是个高档的就餐场所，经常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气派风光。如今却面临的拆除的命运。当我们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９日实地考察时，看到的是残垣断壁，好不荒凉。
后来，这位老板又以１　３００万的价钱，将 “槟榔园酒店”转让出去。我们２０１２年８月现场调研时，“槟榔园酒店”处于停业状态。
据说，它已经停业多时。



筑设计和客房布置的知识，积累了酒店服务经

验；赚到不少钱，积累了一些资金。

农场用出售 “槟榔园酒店”得来的１　０００万

资金和从温泉迎宾馆周边多家小旅馆收到的４００
万租金，投资兴建了另一家大型的新宾馆，叫
“兴隆温泉宾馆”。最早建设的是 Ａ楼区 （当地

人俗称 “Ａ幢”），１９９２年正式建成开业，１９９３
年迎来了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来访。此后，随着

资金的累积，农场又陆续对温泉宾馆进行投资，

兴建了Ｂ楼区 （当地人俗称 “Ｂ幢”），还有 Ｃ
区的２０栋独立别墅。① 兴隆温泉宾馆是农场全

资下属国有企业，四星级酒店，占地面积１１０
多亩，建筑面积１８　８８７．９２平方米，共拥有舒适

豪华客房４４９余间，其中，观景房３８０间、豪华

大套房６套、小套房１３套、池畔客房５０间。

“兴隆华侨旅游城”规划面积为２０平方千

米，已开发利用土地１２平方千米。粗略来算，

农场的兴隆温泉宾馆 （１１０多亩）和兴隆温泉迎

宾馆 （约１０亩）的用地、以及公路和公共空间

等的用地，应不超过２平方千米，其余１０平方

千米的土地，都被农场划分为不同的地块，以出

租、出让或转让等不同的方式，给５０多家酒店、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和旅游景区。比如，五星级宾

馆康乐园大酒店占地５．５万平方米；四星级宾馆

银湖假日酒店占地面积１．１万平方米；兴隆热带

花园占地４００万平方米。

３．小　结

由上述各种实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地方政府
（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与兴隆华侨

农场的关系，还是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 （兴隆

华侨农场）与下属企业 （如兴隆温泉迎宾馆、槟

榔园酒店、兴隆温泉宾馆）的关系，都不仅是一

种上级与下级的从属关系，也是一种庇护与被庇

护的 “伞式关系”。

根据戴慕珍和林南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

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等地方政府的

庇护下，作为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

农场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杠杆控制和介入下属企业

的经营运作：第一是企业管理。为了让地方政府
（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或 “代理型

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农场）对下属企业更好

地进行干预与控制，把企业承包或者租赁给个人

而不是实行私有化。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

隆温泉迎宾馆的大型水上餐厅。在水上餐厅实施

的承包制，把对农场下属企业 （兴隆温泉迎宾

馆）日常的经营管理权分散下放，并且用金钱激

励宾馆经理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经济效益。承包

者可以对水上餐厅的投资、经营、人事及发展提

出建议，但是，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地方政府 （海

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或 “代理型政权

经营者”（兴隆华侨农场）手里。第二是资源分

配。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调拨给地方的计划内价

格的物资和本地拥有的稀缺资源 （如土地），进

行有选择的分配。１９９３年，兴隆华侨农场被海

南省政府列为华侨旅游度假城胜地。旅游城已开

发的１０平方千米土地，被划分为不同的地块，

以出租、出让或转让等不同的方式，给了近６０
家不同的经营者 （如宾馆、酒家、度假村等）。

第三是行政服务。包括协助企业取得营业执照、

产品合格证、产品奖和减税机会等常规服务，甚

至直接给予企业行政拨款。比如，该农场协助

“兴隆华侨旅游城”取得营业执照的高级酒店，

五星级的有：海南兴隆海航康乐园温泉度假大酒

店和兴隆老榕树温泉度假大酒店；四星级的有：

兴隆金银岛温泉度假酒店、兴隆银湖温泉度假酒

店、兴隆港隆大酒店、兴隆明阳山庄大酒店、兴

隆明月度假大酒店、兴隆金叶桃源大酒店、兴隆

南山温泉度假酒店、兴隆太阳岛度假大酒店、兴

隆忆云山水温泉度假酒店、兴隆金日大酒店、兴

隆鑫侨大酒店等１０多家。第四是投资与贷款。

控制投资和贷款决定是地方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最

有效的杠杆之一。比如，兴隆农场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对兴隆温泉迎宾馆、槟榔园酒店、兴隆温泉宾

馆的Ａ、Ｂ、Ｃ三个区等的投资和开发建设。总

之，市场转型期兴隆农场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

征，主要原因在于：１．财政压力以及农场自身

的财政剩余索取权使其产生独立的利益意识；２．
事权下放过度与财权下放不足、考核强化与事权

不清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农场必须把目标转移到

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扩大社会就业、

与下属企业形成类似超级企业集团的利益关系

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场可以将下属企业纳

入行政序列中，形成类似董事会和经营者一样的

组织结构关系。概括来看，戴慕珍将这种政府与

企业结合的新制度形式，称之为 “地方法团主

义”；② 林南将这种地方性的发展方式，称之为

“地方市场社会主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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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经过模仿 “康乐园”的别墅，自建自营 “槟榔园酒店”的６幢别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盖别墅经验，所以，兴隆温泉宾馆Ｃ区的
２０栋独立别墅，都是农场自己投资、设计和建造。
参阅Ｏｉ，Ｊｅａｎ，“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１，
１９９２，ｐｐ．１１８～１２２．
参阅Ｌｉｎ，Ｎａｎ，“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１９９５．



（二） “企业”案例：北京市政府与 “老字

号”企业的 “伞式”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用来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过程的地方政府与企业 “伞式”关系的另一类案

例是，笔者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一直关注和调研的
“老字号”企业①中的两家北京 “中华老字号”

企业———全聚德和同仁堂。

１．“全聚德”案例

全聚德始建于清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年），至今

已有１４０年的历史，② 跨越了３个世纪，经历了

晚清衰亡、民国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全民族抗

战、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几

个重大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长年战乱影

响，全聚德的经营已经岌岌可危，当时第４代老

板的夫人为了维持经营，当掉了自己的嫁妆。当

时刚刚成立的北京市政府对中国的老字号品牌非

常重视，认为全聚德这样知名的餐饮企业不能

倒。北京市政府注入资金以后，全聚德又重新发

展起来。所以，全聚德在１９５２年成为了第一批

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并作为具有外事接待能力

的特色餐饮企业，隶属于当时的北京市服务事业

管理局。公私合营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全聚德。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开始，周恩来总理曾

多次把全聚德 “全鸭席”选为国宴。③ 周恩来总

理不但对全聚德有精彩的诠释——— “全而无缺，

聚而不散，仁德至上”，而且还建议在前门、崇

文门、宣武门一带选址建立一家全聚德分店。④

在全聚德一系列重大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来自北京市政府的强大支持：１９９３

年５月２０日，组建成立了北京全聚德集团，整

合了分布于前门、王府井、和平门的３家门店，

翻开了全聚德历史的崭新一页。⑤ １９９４年６月，

由全聚德集团等６家企业发起设立了北京全聚德

烤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１月，“全聚德”被

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 “驰名商标”，是中国第１

例服务类驰名商标。２００４年４月，首都旅游集

团、全聚德集团、新燕莎集团实施战略重组。首

都旅游集团成为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的

第１大股东。２００５年１月，北京全聚德烤鸭股

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全聚德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更名之后的全聚德，随即收购了北京华天

饮食集团３０．９１％股权，并列成为第一大股东，

使之更名为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４

月，仿膳饭庄、丰泽园饭店、四川饭店等一些北

京著名老字号餐饮企业，也进入全聚德，至此，

中国全聚德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涵

盖烧、烤、涮，川、鲁、宫廷、京味等多口味，

汇聚京城多个餐饮老字号品牌的餐饮联合舰队。

２．“同仁堂”案例

自１９５２年北京市政府开始实施私营工商业

改造时起，同仁堂⑥经理乐松生开始慢慢地说服

自己的家里人接受公私合营。１９５４年，同仁堂

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带头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

营申请，接受北京市政府的直接管理。⑦ 由于同

仁堂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不但得到北

京市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获得了中央政府

·９５·

“伞式社会”★
张继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阅张继焦等 《老字号蓝皮书———中国 “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Ｎｏ．１ （２０１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张继焦，
刘卫华 《老字号绿皮书——— “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报告 Ｎｏ．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全聚德的创始人是河北冀县人杨全仁，以做北京烤鸭闻名，其首创的挂炉烤鸭，色香味都不次于原来的焖炉烤鸭。笔者承担了一
个西城区老字号调研课题，在全聚德有关领导的陪同下，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到全聚德和平门店和全聚德博物馆进行了实地调查。
全聚德和平门店是宴请国内外政要首脑的重要场所，因此该店以 “名人、名店”效应为出发点。其中，“名人苑”的设计思想以歌
颂新中国三代领导人为主题，描写龙凤呈祥、群贤毕至的意境；由众多国家元首在全聚德用餐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组成的 “名人墙”
以及１００多个国家的大使签名留言组成的 “百名大使签字墙”更是引得顾客驻足观赏；金碧辉煌的四楼 “金色大厅”运用现代多媒
体技术和舞台灯光效果，更显名店风范。
当时选址选在前门老火车站东边那个地方，后来因为离市公安局太近，怕国民党特务搞破坏，才又选在和平门。主要是考虑到交
通比较方便，且距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比较近。从地图上看，中南海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和平门全聚德三点正好构成一个
等边三角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全聚德前门、王府井、和平门３家店，在北京的影响力都大大提高了，都成为国家外事接待的窗
口。不过，这３家店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３家店为了品牌、商标的所有权，发生了争论。在这种背景下，到了１９９３
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全聚德集团：把前门店从旅游局里拿出来，和平门店、王府井店从服务局拿出来，单独成立一个全聚德
集团，作为政府计划单列企业直接归市政府管理，从体制上解决品牌的归属问题，解决各自为战的问题。
同仁堂 （原名 “同仁堂药室”，“同仁堂药铺”）创办于清康熙年间，大约在１６６９年前后。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祖籍浙江宁波，早
在明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以串铃做游方医生为业。其后世第四代乐显扬当了太医院吏目，并创办 “同仁堂药室”。创始人乐显扬
的三子乐凤鸣子承父业，１７０２年在同仁堂药室的基础上开设了 “同仁堂药店”。１７２３年 （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
御药房用药，独办１８８年之久官药，历经８代皇帝。本小节的有关内容，请参阅张继焦 《“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 “中华老字号”
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８日，同仁堂接受由１１人组成的工作组入驻。那时，同仁堂成立了清产核资领导小组，起草公私合营协议书。８月２７
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２５８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
门。对于同仁堂的工人们来说，公私合营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他们感觉一下子解放了。原来同仁堂有一个规矩，就是招来工人
都要改名字，工人们虽然感觉受了侮辱，但是，也没有办法。合营后，工人们自己的名字恢复了，大家也都更积极地去做工了。
１９５６年，同仁堂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简称 “工管会”，目的是对同仁堂实现企业民主管理。工管会只承担决策，而不是一个生
产管理的执行机构。“工管会”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同仁堂的管理体制。



甚至国家领导人的赏识，① 建立起了跟北京市地

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最高层的 “庇护”关系，从一

家 “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变成为一家受到地方

政府和中央政府保护和大力扶持的国有企业。

在同仁堂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北

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强大 “庇护 （大力扶持）”

的身影。在同仁堂的一系列重大动作中：１９８９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 “同仁堂”为

驰名商标，受到国家特别保护；② １９９１年晋升为

国家一级企业、１９９２年组建集团公司、③ １９９７
年上海股市上市、④ ２０００年香港股市上市、⑤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进行企业重组和多元化发展⑥等。

３．小　结

从全聚德和同仁堂这两家北京 “中华老字

号”企业的发展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

市政府 （有还有中央政府）大力的支持。这些支

持具体表现为：政府保护其品牌、扶持其升级和

壮大，政府支持其在国内和海外股票市场上市，

政府鼓励和支持其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等３大个

方面。

在全聚德和同仁堂两个案例中，北京市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的支持都成为其资本积累和扩张最

为可靠的资源，全聚德和同仁堂与政府间 “庇

护”关系的增强导致其企业自身的强势发展。全

聚德和同仁堂作为两家成功的 “老字号”企业案

例不难说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为直接管理 （即政

府为企业 “庇护人”）时，会为企业带来强大的

发展动力，相应的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四、讨论与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下的
“伞式关系”———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从上述 “地方”和 “企业”两类不同的案例

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

发展不只是两只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新型 “庇护”关系，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

配置形式。

（一）从 “企业”案例看 “伞式关系”的资

源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公私合营之

后，全聚德和同仁堂都从私营家族企业 “摇身一

变”，成为北京市政府下属的国营企业。由于全

聚德和同仁堂与北京市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关

系，在政府主导各种资源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两

家企业都成为了北京市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重点

扶持企业，相应地得到了资金、厂房、技术、人

员、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关照，分别成为了所在

行业 （餐饮、中药）的领导企业。１９７８年改革

开放之后，逐步实行市场经济，虽然各方一直在

努力改变 “政企不分”的关系，表面上好像解除

了一些，但是，在政府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旗帜

下，由于全聚德和同仁堂与北京市政府之间的特

殊上下级隶属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 “庇护”关

系，实际上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获得了

北京市政府上述３大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保护其

品牌、扶持其升级和壮大，支持其在国内和海外

股票市场上市，支持其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等，

可以充分享受或配置来自政府的和市场的两种资

源。

（二）从 “地方”案例看 “伞式关系”的资

源配置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兴隆华侨农场自身以及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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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比如，１９５５年初，彭真到同仁堂检查工作并会见了乐松生，肯定了他在公私合营中的表现。接着，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
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同年，乐松生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历任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
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又比如，１９８５年２月，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同仁堂成立３１５周年庆祝大会。党中央、国务院
对这次纪念活动十分重视，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王震、薄一波、郑天翔、方毅等国家领导人为同仁堂题词达３０余幅。
“同仁堂”商标还是中国第一个申请马德里国际注册的商标，大陆第一个在台湾申请注册的商标。
１９９２年７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把北京市的中药资源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同仁堂经营，建立起集团公司；７月３日，以北京药材公
司、同仁堂制药厂和同仁堂药店等２１个核心单位注册组成了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８月１９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集团成
立大会。江泽民主席为同仁堂题词，“发扬同仁堂质量第一的优良传统，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
１９９７年，国务院确定１２０家大型企业集团为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同仁堂作为全国惟一一家中医药企业名列其中。６月，由同仁
堂集团公司６家绩优企业组建成立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年７月，同仁堂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标志着同仁堂在现
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迈出重要步伐。当时，同仁堂集团剥离出２亿元资产上市，成功筹集３亿多资金。现在，这部分资产市值已经
超过２００亿元。
２０００年５月，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同仁堂科技”）。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同仁堂科技在香港成立了同仁堂和
记 （香港）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实现了国内首家Ａ股分拆成功上市，募集资金２３　８７８．４万港元，为同仁堂产
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国有股分拆Ｈ股上市的第一例，被称为 “同仁堂模式”。同仁堂香港上市公司，于２０１０
年７月９日正式由香港联交所创业板转至主板上市，股票代码０１６６６。
２０１０年７月，由北京市政府授权的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这标志着同仁堂实现了规范化的公司制的转
变，也是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２０１１年，同仁堂下属１０家子公司重组已经启动，其计划将１０家子公司整合，重组后包括同仁
堂股份集团、同仁堂科技集团、同仁堂国药集团、同仁堂健康药业集团、同仁堂药材 （参茸）集团与同仁堂商业集团在内的６大２
级集团。目前，同仁堂已经形成了在集团整体框架下发展现代制药业、零售商业和医疗服务３大板块，配套形成１０大公司、２大
基地、２个院、２个中心的 “１０３２”工程，其中拥有境内、境外两家上市公司，零售门店８００余家，海外合资公司 （门店）２８家，
遍布１５个国家和地区。



当地各种企业在大大小小的保护伞底下，寻求自

己的利益。一方面，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

市政府等地方政府的庇护伞下，兴隆华侨农场扮

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

的双重角色。市场化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使兴

隆华侨农场获得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动空

间。农场管理机构因其自身利益的出现，而具有

不同于以往基层政权的特性，由此，兴隆华侨农

场也从改革前的 “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转变为
“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特别是，２００７年，海南

省人民政府将兴隆华侨农场下放到属地的万宁市

之后，该农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谋利型政权

经营者”。在此之前，该农场名义上还是 “代理

型政权经营者”。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之后，

地方政府或兴隆华侨农场与有关企业也形成了多

种庇护伞。比如，对下属企业是一种 “父爱式庇

护”（如兴隆温泉迎宾馆、兴隆温泉宾馆），对合

资企业是一种 “亲戚式庇护” （如海南兴隆海航

康乐园），对私营企业是一种 “朋友式庇护”（如

兴隆银湖温泉度假酒店）。此外，地方政府或华

侨农场与当地企业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 “庇护”

与 “被庇护”保护伞关系，经常被转化为地方官

员或华侨农场领导与当地企业家之间 “庇护”与
“被庇护”的私人保护伞关系。

（三）社会结构转型下的 “伞式关系”：另一

只看不见的手

基于 “地方”和 “企业”两类案例，分析社

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形式 （另一

只看不见的手）时，有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是：“伞式社会”的基础性或结构性因素是属地

管理、 “官本位”和经济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

由于属地管理和 “官本位”的存在，在一定地域

范围内，必然形成了基于 “差序格局”的政府与

企业间的远近亲疏 “庇护”与 “被庇护”的伞式

关系。在这种结构性条件下，尽管中国各地发生

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但是，地方政府与当

地企业的关系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紧密的 “庇

护”与 “被庇护”伞式关系，而且，无论是计划

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和市场资

源配置的优先秩序，与政府和企业这种特殊的
“伞式关系”远近亲疏关系都紧密相关。

当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

段，中国原有的政府计划解体了，新生的市场经

济尚未成熟，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断裂，形成
“体制洞”。① 地方政府有必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弥

补体制的缺陷。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某些

特殊的资源 （如土地、资金等的供应），使之具

有参与经济的 “本钱”。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

财税政策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有明显作

用。② 这样，我们可以从市场化转型这一角度理

解，为何中国的地方政府扮演了比成熟的市场经

济之下的政府更多、更积极的角色。俗话说 “大

树底下好乘凉”。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正式关系，

地方官员与企业家的私人关系，分别形成了正式

的、非正式的 “庇护”关系，体现为政治上很强

的保护，经济上很多的关照。比如，改革初期实

行 “双轨价格”，地方政府掌握着部分计划价格

物资的分配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远近亲疏 “伞

式”关系，使之有可能对辖下企业实行选择性的

扶持。又比如，北京市政府对全聚德和同仁堂、

海南地方政府对兴隆华侨农场的优惠政策支持。

五、总　结

尽管中国未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

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取决定性作用 （充当 “运动

员”），政府主要充当 “裁判员”的角色。但是，

通过对 “地方”和 “企业”两类案例分析，我们

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过去３０多年中国经济崛

起的推动力和发展方式之一是：大规模的经济结

构转型下，企业与政府之间 “伞式”的资源配置

方式。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

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庇护”与 “被庇护”伞

式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可能比企

业的市场开拓能力还重要。无论是海南兴隆华侨

农场还是 “老字号”企业全聚德和同仁堂，都是

国有企业，它们都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力之

一。

在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尽管发生了巨大

的经济结构转型，但是，政府与企业之间传统的

远近亲疏的关系还在起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

属地经济和 “官本位”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当地

企业的关系依然是 “庇护”与 “被庇护”的伞式

关系，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庇护伞状结构下，当地

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 “伞式

社会”特点。

（责任编辑 陈　斌）

·１６·

“伞式社会”★
张继焦★

①
②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李翠芝，林洲钰：《政府财税扶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